
中华元典精神的近现代意义

第 讲

关于中华元典精神与现今天谈的是我最近几年的一个研究课题

代化运动的相互关系。

所谓“元典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所集中体现的原创性

精神。

这种典籍因其首创性及涵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在该民族

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的指针，我们把它们称为“文化元典”。印度的《华

陀经》、《佛经》，波斯的《古圣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诸先哲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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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典的这种超越性并非某种神秘因子所造成，乃是由其

基本特质所致⋯⋯

著，犹太及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伊斯兰教的《可

兰经》，都被相关民族视作“圣典”或“元典”。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

“元典”的是《易》、《诗》、《书》、《乐》、《春秋》等“六经”，诚如熊十力所说：

“‘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因《乐》亡佚，中华元典实为“五

经”。与之相关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典籍也具

有“元典”性质。

文化元典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产物，当以历史文献视之，“六经皆

史”即此之谓也。同时，元典的某些基本精神又能观照久远的岁月，反复

地被后人所重新刻勒，对该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

势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元典的这种超越性并非某种神秘因子所造

成，乃是由其基本特质所致：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

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各个时代的人类所始终关心的。也就是说，元典讨论

的是不朽的主题，同时，元典在回答这些始终困扰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

时，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框架，而并非实证性的结论；是一种开放式的

原型，而并非封闭的教条，这使元典不致因内容和形式的时代局限沦为明

日黄花，而以一种灵感的清泉，赢得不朽性，一再发挥巨大的启迪功能。

元典精神千百年来被中华民族一再实践，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从

而成为一种古老而又常青的传统。尤其是在某些历史的转折关头，元典

精神，或者说元典精神的某些侧面，因新的时代条件的激励，更放射出灿

烂的光辉。

从文化史角度审视，近代文明既是对中世纪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同时

也是对中世纪某些束缚社会进步的制度和精神的否定。近代文明实现这

种对中世纪的否定，往往借助于对古代文明某些因素的“复归”。当然，这

种“复归”并非复古，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进程。

这种自“哲学原旨”、“文化元本”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文化现

二



哲且不论，即以站在中国古代与近代分界线上的思想家龚自珍（

一种文化在蜕变过程中，为了摆脱现状带来的束缚，有着发

扬“原本”的趋向⋯⋯

象，不仅在西方出现过，在东方也多次出现。中国哲人对此早有领悟，古

为例，便有相当精辟的识见。龚氏说：

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

年）在论及清学演变时，曾概稍后的经学史家皮锡瑞（

括道：

世纪 年代撰写的《瀛环志

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

于道。

龚、皮两氏所谓的“终不异初”、“屡迁而返其初”，是中国古已有之的

“无往而不复”思想的发展，其说以“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面如初”立论，

虽然保留循环史观的痕迹，却又透露出“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因子，表现出

近代早期的中国学人已朦胧地意识到：一种文化在蜕变过程中，为了摆脱

现状带来的束缚，有着发扬“原本”的趋向，而这种发扬原本，可以开创出

民族文化的新生面。

可谓俯拾即是。

考之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返其初”，也即回归、发扬元典的现象，

世纪中后叶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先进文化人，从徐继

畲、魏源到冯桂芬、郭嵩焘、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何启、胡礼垣，

进而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继之到孙中山、章太炎、邹容，其具体见解

虽各有差异，但菲薄“近古”（秦汉以来，尤其是明清的专制社会），崇尚

“远古”（尧舜之时、三代之治），并以此求新、求变，却是他们共同遵循的一

条思维路向。这条路向似可称之“返本开新”，或曰“以复古求解放”。

，最先与林则徐、魏源同为较早“开眼看世界”的徐继畲

向国人介绍英、美、法的民主政治。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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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一书中，称赏华盛顿及其所实行的民主共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

种盛赞之词恰恰是将近代西方比拟为中国三代。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比

拟为中华元典所早已阐发的“禅让”、“天下为公”等“古道”。徐氏说：“华

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

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二代之遗

）也深悉此法之

年代即倡导学习西方技艺，他反世纪

仍不

意也。”

在这里，徐继畲开辟了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附会中国“三代之治”的

先河。继徐氏之后，改良派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类似的运思

方式。

在冯桂芬（

复论说：只要有长处，“虽蛮籍吾师之”。为阐明“鉴诸国”的必要性，冯桂

芬请出了“元典”：“孔子作《春秋》，有取于百二十国宝书。伊古儒者未有

不博古而兼通今，综上下纵横以为学者也。”

为证明改革现实政治的合理性，冯桂芬一再接引“元典”：

古今异时亦异势，《论语》称“损益”，《礼》称“不相沿袭”，

又戒生今反古。

稍后于冯桂芬的改良派诸人多有类似言论，其思维路向都是以元典

证新义，以新义释元典。

，他的将上述思维路向推向极致的是维新主帅康有为（

变法理论基石是“三世进化史观”，这种史观以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斯

羊传》的“三世”说、《礼记

宾塞的“社会进化”说为触媒，同时又从《周易》的“穷变会通”说、《春秋公

礼运》的“大同小康”说脱胎而来，与中华文化

元典有着血肉相关的联系。继起的梁启超（

妙，他在 年撰写的《古议院考》中论述道：“敢问议院，于古有徵乎？

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



⋯梁氏等人此类援古以证今的论述，不胜枚举。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佥

同。’又曰：‘谋其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

在同年撰写的《变法通议

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其在《记》曰：‘与人交止于信。’又曰：‘民

自序》中，梁

年撰写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在提倡“独立精神”

氏更广为采摘元典精义以论证“变法”的必要，因循守古的荒谬。

梁启超

时，以《中庸》“中立而不倚”释之；在提倡“自信力”时，以《孟子》“自谓不

能者，自贼者”，“自暴者不可与有信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释之；在提

倡“虚心之自信”时，以《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立于己者，常以为世

侯圣而不感为鹄”释之

近代革新思想家反复引述文化元典，意在借古义以证新义，从而增强

其变革主张的权威性，以收“托古改制”、“崇儒更化”之效。康有为曾直言

不讳地说明，自己作《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扮成“改制”先驱，为的是“借

古以自重”。康氏说：

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

避祸

改良派思想家言必称三代，文必据元典，都在不同程度上出于与康有

为相类似的策略考虑。然而，对于他们的这种论证方式又不能全然以“策

略”和“宣传手段”视之。这批求学、致仕、著述于咸丰、同治、光绪间的进

步士人，都是从中古走向近代的过渡型人物，他们的学养决定了其思想的

新旧杂糅、中西合璧，中华元典绝不只是他们招摇的一面旗帜，而确乎是

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得以运思的启示录，同时也是他们接纳西

学的基点和母本。梁启超将这一层意思表达得十分透彻：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



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合格。

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他们的得意之笔便是“以古证新”，或曰“以中国之古证西来之新”，使

其维新主张与古文古训相沟通，正如梁氏所说：

维新派思想家的灵感有两大来源：一是对元典精神的依托，二是对西

学的采纳。两者彼此配合，共同构成变法维新思想的复杂状貌，使其颇富

时代风貌的理论同时带有厚重的古典风格和民族色彩，不致给人一种舶

来品印象，从而增强变法维新思想为国人认同的能力。与此同时，又因西

学的刺激，改良派思想家的重新阐发和变法实践的磨砺，文化元典中蕴藏

的原始民主、因时求变等内涵，在清末大放异彩，并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从而使元典精神再一次显示出行健不息的生命活力。当然，改良派思想

家在会通中西的过程中，又表现出若干牵强附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

西学知之尚浅，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古学未脱依赖。后来，梁启超在

年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此有所反思。他说：

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为名实混淆。

这里所谓“好依傍”，正是指的不能从西学故道中走出，新论要靠“托古”方

能面世。梁氏进而指出：（托古之）“病根不除，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

望”。诚哉斯言！这可以说是对改良派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一个批评性

总结。

仅从思想宣传方面而论，与改良派政论相比，革命派从思想到文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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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精神

得益于元典精义的启迪，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一个普遍现象。

已卸下古色古香的服饰，极少康有为“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经，流

亘山河”之类的“颂圣”式言论。他们的宣传较少顶着古人的冠冕，而是直

言不讳地宣称：“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

主。”并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

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毫不含糊地书写“中

华共和国”、“中华民国”字样，从而鲜明地展现出民主革命纲领。因此，辛

亥革命近代性的鲜明程度是空前的，它再也没有像维新变法运动那样去

企求旧制度、旧偶像的庇荫，而是率直、勇敢地将自己的现代化政纲公之

于天下。这应当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跃进。然而，辛亥革命虽在一

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古学的“依傍”，但辛亥革命同样继承并发扬了元典的

原创性精神，这尤其表现在对于“忧患”意识的沿袭，“革命”精神的弘扬，

“华夷之辨”的改造，“民本”、“民主”等观念的新用上。仅以孙中山等人

倡导“革命”而言，其所依据者，最重要的便是《易传》中“汤武革命，顺乎

天，而应乎人”这一经典论断，视革命为顺乎历史潮流、纾解民困的一项崇

高使命，国人因而景崇，各种反对革命的论调望风披靡，败下阵去。这不

能不说是元典精神伟力的表现。

辛亥革命之后勃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的外观出现，其

实，五四精神仍然与中华元典精神保持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以五四的主

救亡思潮而论，便与元典的忧患意识一脉相通；五四的社会变

革观念，与元典的变易哲学有血肉关系；五四的民主追求，则与元典的原

始民主以及民本思想贯穿着内在脉络。总之，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

的救亡思潮，从元典的变易哲学到近代的社会进化论，从元典的华夷之辨

到近代的民族主义，从元典的原始民主和民本思想到近代的民主主义，从

元典的“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到近代的社会革命论，都有着深刻的血缘

关系。

总之，得益于元典精义的启迪，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一个普遍现象。

而中华元典精神一再被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所重新阐释和发扬，既是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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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方能“乐天知命，故不忧”。中华元典所贯穿的

借古意以证新义，又是近人以新的时代精神改造古意的一种双向性过程，

而这一双向性过程被近人反复运作，正说明元典精神作为一种“文本”，具

有被后人一再解释，不断赋予新义的巨大潜能。

四

元典精神的近代意义，还尤其显露于现世。

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在全球范围取得长足进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工业化的轨道上

突飞猛进，文明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都发生着愈益深刻的现

代化转型。然而，“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是单一式的进步，而是善恶

并进、音乐同行的矛盾过程，正所谓“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城”。

一方面，由于现代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规律性有了更自觉的认识，

又具备较之以往强大得多的改造世界的能力，因而赢得超迈往昔的自由，

其生活质量也随之大为改善；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弊端随着现代化的纵

深发展而愈益昭彰。就与自然的交互关系这一侧面而论，以“征服自然”、

“向自然索取”为行动指针的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始

料未及的严重问题。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的惊人损失、环境污染、资源

系统崩溃、人口爆炸、城市膨胀和畸形发展，都以惊心动魄的规模和速度

呈现在现代人面前。就人与人的关系侧面而论，工业文明取得了社会契

约化、法制化、民主化的重要进展，却又带来社会的失衡和人的异化，物欲

主义的泛滥、道德的沉沦、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割裂等

令人困扰的问题层出不穷，显示了个人失调以至社会失调的危险趋向。

面对上述严峻形势，人类正在寻觅解决途径。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元

典精神可以给予我们以启示。如《周易》提出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

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揭示了天人之际的和谐原则，一方面

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惟其

天人、合知行、同



这便是在“退却与重回”中获得民族文化原创性动力的“返

本开新”之路，用新见变化古典气质的革故鼎新之路

真善、兼内外的融通精神，行健不息、生生不已的好勤乐生主义，人道亲亲

的人文传统，以及德业日新意识、社会改革意识、文化包容意识、不走极端

的守中精神等等，经过创造性转换，无疑将成为现代人克服“现代病”的良

药。这便是在“退却与重回”中获得民族文化原创性动力的“返本开新”之

路，用新见变化古典气质的革故鼎新之路。这种双向性的辩证发展进程，

正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正途。





中国近代术语的生成

讲第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中国近代术语的生成。如果要做

一个更完整的表述，就是中国、西方、日本文化的互动与中国近代术语的

生成。大家都知道，语言包括语音、语汇、语法。在语言三要素中语汇更

具灵活性，它更直接、更敏锐地追随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语汇中

有一类叫作术语。术语是特定学科的专门用语，基本上由名词组成。范

畴是思维的纽结，思维通过范畴才能够形成网络。术语也可以说是组成

一个特定学科的理论体系的纽结。一种学术体系的新发展是通过术语来

界定的。因此，术语是我们剖析文化、剖析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思想文化古今中西大转换的时期，在这个特定的时期，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演

中国

讲演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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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伊始，即从晚清到

中国近代术语是在古与今、中与外文化复杂的互动过程当

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词汇也随之发生着很多变化，术语同样也发生着很多的变化。

中国近代术语是在古与今、中与外文化复杂的互动过程当中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各个学科，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科

学技术领域里面，所使用的大量新术语，多是在

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当中逐步形成起来，当然后来还再进一步发展。在

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着中国文化里面的语汇与西方文化里面的语汇以及与

日本文化里面的语汇之间的互动。

当然中国具有近代性的术语形成，也不完全是从清末民初才开始。

如果要追溯得早一点的话，这个过程在明清之际，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就

已经开始了。具体说，就是从明代的万历朝以后，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来

华开始。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教会团体，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汤若

望等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末清初联翩来华，他们在中国传教的过程当

中摸索出了一套办法，就叫做学术传教，即通过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学一

些知识的传播来吸引中国的士大夫，使之成为天主教徒。中国西学派士

大夫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结合起来，开始了对西方学术文化的译介工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汉字或汉字系统，来翻译、介绍西方的学术术语，最著

名的例子就是“泰西利玛窦口授吴淞徐光启笔受”的《几何原本》。利玛窦

把西方的数学知识介绍给徐光启，徐光启有很深邃的中国文化素养，创制

了一批对译西洋数学术语的汉字术语，譬如体、面、线、点、直角、锐角、对

角线，这些在中国以及日本这样一些汉字文化圈里面，至今还在使用的一

些术语。另外，西方传教士跟中国的西学派士人还一起翻译了西方的气

象学著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的一些气象学的术语，

譬如寒带、温带、热带、寒流、暖流这些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确定下来的。

我们中国的一些语言学家，曾经把这些术语都看成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

传入到中国来的，而日本的学者经过研究，认为不是，指出这批汉字术语

早在明末清初产生于中国，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人结合在一起翻译西

方术语时创制的，后来传到日本，但是在中国当时没有传开来，在日本却



世纪以后曾经中断过一段，从康世纪已经开始了。

的马

中国人在一个阶段曾经“数典忘祖”，不知道这些汉字术语

原来是在我们中国创制的，我把这种词叫作“侨词来归”⋯⋯

传开来了。明治维新以后，中国的留学生到日本后再把这些术语带回中

国，中国人在一个阶段曾经“数典忘祖”，不知道这些汉字术语原来是在我

们中国创制的，我把这种词叫作“侨词来归”，“华侨”的“侨”，这个词是

“侨民”，本来是我们自己的，“出去后”现在它又回来了。西方的术语用汉

字词来译述，在

了

熙、雍正到乾隆，这段时间由于“礼仪之争”，导致中西文化传播的中断，到

世纪初叶，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个时候不是旧教，不是耶稣

世纪初会传教士，而是新教，主要是美国的或西欧的新教传教士，譬如

逊以及 世纪中后叶以后的林乐知、李提摩太这一批人。他们从

马礼逊开始，也同样是跟中国的一些西学派的士人结合起来，后来像李提

摩太、林乐知这些人，跟中国近代西学派杰出人物，像徐寿、华蘅方等等这

些人结合在一起，翻译了很多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文学的、社会学的一些

著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创造出了一批术语，就是用汉字创造的词汇来

用汉

翻译西方对应的一些词汇，这些词汇同样没有在中国传播开来，只是在很

窄的范围流传。像马礼逊他们当时的英汉词典等这样一些东西反而是传

到幕末日本（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简称幕末）。叫作“汉译西书”

文翻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情况比在中国的传播要广泛，相应的一些词汇

日本人吸收得更多。

“文明开化”，大量地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个过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了大规模学习西方文化。明治维新三大政

策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程当中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著作。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日本人就用汉

字词汇来翻译、介绍西方的相应术语，从而进行了一项很浩大的工作。为

什么日本人要用汉字词翻译西方的术语，因为日本属于汉字文化圈，在一

两千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使用汉字，而且日本人对于汉字至今一直保持着

很崇敬的心态。日本的语言学家认为，汉字是士大夫的文字，日本自己的

文字是农民的文字，没有什么文化厚度。汉字有很强的灵活性，它有极强

的造词能力。世界上发生的任何新变化，汉字都可以造出一个词，比如以



，这个含

世界上发生的任何新变化，汉字都可以造出一个

词⋯⋯而且这个词还相当传神。

电脑，甚至以后发生的什么前是电灯、电话，现在是多媒体这些东西

东西，汉字都可以造得出词来，而且这个词还相当传神。所以日本人就发

生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矛盾的现象，即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脱亚

入欧”崇仰西方，但是他们又大量地用汉字造词来翻译西方术语。其原因

就是我上面说的，他们认为汉字有很多优势，造词功能非常强，所以日本

从江户幕府末期以来特别是明治时期，直至大正、昭和这些时期以后，都

还一直在做。用汉字造词翻译西方术语的高峰是明治时期，后来，就逐渐

转成以音译为主了，即用假名拼音，而少用意译（意译就是汉字来造词）。

那么日本人在以明治时期为核心的一个时代，当然前可以延伸到幕

末，后可以延伸到大正、昭和，但主要是明治这四十多年，用汉字词汇来译

介西方的术语，主要有五种方法。因为今天时间的限制，我侧重谈其中最

重要的两种。

一种就是借用中国的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里面又有三种情

况，一是中国的古典旧词跟要翻译介绍的西方这类术语，含义基本上相

当，所以这样就可以直接对译。譬如用政治来翻译西方的

义基本上是相通的。另外比如伦理、消费等等这些词汇，都是属于这种情

况。第二种情况稍微复杂一点，那就是借助的这个中国古典旧词跟西方

要翻译的那个术语，在意向上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又做

理翻译　

了重大的引申，或者是缩小，或者是放大，或者是进行了改造。譬如用物

，这两个含义有一点相近的地方，因为物理在中国的古典含

的时义是指一切事物的道理，这是一个很泛的含义。而翻译在

候，就把它收缩了，即具体指这个物质在没有发生分子改变（发生分子改

变，那就是化学了）时的相互关系或运动过程，变成这样一个比较狭窄，又

比较有特指的概念，但是它仍然跟那个物之“理”的含义，在意向上有某种

相似之处，只是收缩了。另外像社会，“社会”在中国古典意义上指的是祭

祀土地神的一种集会，后来在中国的古典意义本身就引申为志同道合或

者专业相近的一些人组成的团体叫社会。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意向之下，



，那么这个含义又让它确指了。还有像“革命”，“革

曾国藩那个“经济”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经世济民”、

“经邦治国”，实际上是“政治”的意思

去翻译西方的

的含义，就要有所升华和演变。当然

命”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古典词，这是从《易传》里面来的：“汤武革命顺

乎天，应乎人。”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国家。我看这

个悠久，一直可以追溯到三代，追溯到《周易》那儿。“汤武革命”顺乎天，

应乎人，认为革命是一件正义的事，顺乎天意，应乎人心。但是在中国，这

个“革命”的本义是什么呢？“命”是指的“天命”，是指一个王朝权力的得

来是上天授予的，那么，要推翻已经腐朽的王朝，就要革除它的天命，这就

叫做“革命”。所以在中国的古典意义上，这个“革命”主要指改朝换代，变

革天命。那么用它来翻译

用暴力推翻前面的政权

这个很复杂，有人曾经专门写过一本书，谈“革命”的含义的变化。西方的

“革命”，有两大系统，比如英国系统革命带有一种改良的意思，法国革命

带有一种暴力革命，跟中国古典意义的革命

这一点上比较相通，所以这个“革命”的含义，在意向上与西方之

，这样含义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

有相近之处，但是又发生了引申或者是缩小，或者是放大，或者是加以

了改造，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古典旧词和要对译的那个西方

术语含义完全不一样，甚至于相反。譬如“经济”，古典意义是“经世济

民”，“经邦治国”，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意思，比较接近于“政治”的含义。

日本人用“经济”来翻译

，那时用过“富国学”、“富国策”，用过“平国近代也曾经翻译这个

国人自己翻译的这些还比较接近

准学”（这是从《史记》的《平准书》那儿来的），还有“计学”等。我觉得中

的含义。古典的“经济”含义，

义是指“经世济民”。曾国藩认为，在我们中国传统学术的三个方面

，它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个

理、考据、辞章中还应该加上一个“经济”，这个“经济”绝不是我们今天理

解的这个生产啊、消费啊以及节俭啊等事情，曾国藩那个“经济”绝不是这

个意思，而是指“经世济民”、“经邦治国”，实际上是“政治”的意思。日本

人用“经济”来翻译

人认为日本人的这个翻译是不成功的，后来在传入中国的过程当中中国



，后来我们又把它翻

人却接受了，现在“约定俗成”了，也就无法改变了，那就用下去，也就这样

了。另外譬如“民主”，“民主”是中国的一个古典旧词。中国古典中，像

《左传》、《史记》等古代典籍里面出现“民主”，是“民之主”的意思，指的是

国君 统治人民的人，跟我们要翻译的

译成“德谟克拉西”这样一个词，含义是完全相反的。林肯说，“民主”包括

“民有、民享、民治”，特别是“民治”，人民自己有权自己来治理；而中国的

那个“民主”，恰恰是治理人民，是“君主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经

济”也好，“民主”也好，用这个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那只不过是

借用了中国古典旧词的词形，而抛弃了它的词义。所以简而言之，用中国

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有这样三种情况。

，曾经翻译成为过

下面讲第二种主要的方法，就是创造新的汉字词汇来翻译西方术语。

当无法找到相应的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术语的时候，那么就用汉字来创

造新词。但是又不是随意创造，而是仍然利用中国固有的汉字造词法，譬

如动宾结构、偏正结构、主谓结构等等。我们中国的学者、中国的翻译家，

像严复等人也曾经做过很多的努力，如对于

“理学”、“性理学”、“形上学”。这个“形上学”，我觉得翻译得还是有水平

的，是从《周易》上面来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形上之道呢，

就是指的哲理。所以用这个来翻译哲学也不错，以后亚里士多德有一部

著作就叫做《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孤立的、片

面的、静止的那个形而上学，这样来界定“形而上学”，跟它的字面意义是

很不吻合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形而上学》，翻译

得很好。亚里士多德写了一本《物理学》，之后又写了《形而上学》。“物

理学”是形而下的，研究“器”的问题；“形而上”谓之道，那就是研究哲学

实际上

问题，研究规律、法则，那就是哲学。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形而上学》

就是他的哲学，包括他的一系列范畴体系都在这个书里面，所以用

“形而上学”翻译他的这本书的名字，是翻译得不错的。中国人曾经做过

这样一些努力，这些努力都是很可贵的。日本近代的一个重要启蒙思想



，我觉得他翻译得很好，因过程，最后终于决定用“哲学”来翻译

家西周，经过了多年的思考，在他的一部著作《百学连环》里面，谈论这个

就是爱智慧之学，而汉字“哲”就是“睿智”。譬如一个很了为

不起、很有思想的人去世了，大家写悼文，经常说“哲人其萎”。哲人是指

世纪初叶，日本人用上

甲午战争，中国人居然被一向瞧不起的东洋人打败，这对中

国人的震撼极大

很有智慧的人，哲思就是智慧之思，哲学就是智慧之学，用它来翻译

，应该说在含义上非常贴切，而且“哲学”这个词，也非常有古汉语

韵味，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非常成功。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也都接受了

它。像这样用创造的新的汉字术语翻译西方术语的还很多，比如“抽象”、

“客观”、“主观”、“否定”、“民族”、“动员”、“动产”、“命题”等等，这一系

列的术语，都是日本人用汉字以及汉字造字法创造出来的。这是主要的

两个方法，当然还有其他几个方法，我略微提一下。

世纪中叶到

有一些是利用日本人自己的固有词汇，它们叫作固有语。日本的固

有语，古代就有，用它来翻译对应的西方术语，比如“干部”、“取缔”等，在

古代就有，原来是一般的生活用语，用它来翻译相对应的法学或者是哪个

特定领域的术语。另外就是日本人还创造了一些汉字，在日文当中还有

一些日制的汉字。也就是说，从

工作到

世纪末期

面的诸种办法，创造了汉字的词汇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这一项

世纪初期，已经大体完成，基本成型。

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在中国兴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不仅在中

国史上是规模空前的，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

年开始，为什么是留学生运动。从 世纪末期，具体地说就是从

年到年 ？

世纪的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没有把日本人放

在眼里，所以中国人在近代被船坚炮利的西方人击败以后，慢慢地认为要

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洋务派为代表，留学生运动从

年代幼童留美已经开始了。甲午战争，中国人居然被一向瞧不起的东

洋人打败，这对中国人的震撼极大。中国人真正地觉醒起来，认为中国要

改弦更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并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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